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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天下」思想的內涵及其當代意義 

黃麗生∗ 

一、前言 

「天下」一詞為古今中國人所普遍使用的詞彙，不但經常出現在各種典籍之中，亦

為一般百姓日用口說。不過學界論述中國的「天下」觀，多偏重其政治含義，如日本學

者安部健夫認為「天下」是春秋末期周德式微，新的掌權者為了實現統一而創立的概念。
1 美國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則說「天下」思想就是中國中心主義的世界

秩序觀。2 邢義田 論述「天下觀」也是從人們對這個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著眼。3 張啟

雄認為「天下」的具體化就是中華世界，可分華夷二部；華就是「王畿」「中國」；夷就

是屬藩，和中國周邊的諸王國，4 亦從政治秩序的觀點立論。 

但「天下」並非只有政治層面的涵義。根據儒家經典，「天下」常與其他詞彙並列，

指陳人生「身、家、國、天下」不同層次的處境或同時並存的文化大統。5 綜合而 言，

「天下」 一詞同時含具二層意義：（一）它表示這個世界是由多個、不同層次的、互有

關係的單元所構成，但亦有超越各單元界限的共同一體性；（二）它是個人所存在之最

高層次的關係處境，也是行動思想的最大範圍。 

自從世界經濟體系在歐洲誕生並擴及於全世界後，現代化的浪潮襲捲全球，使地球

上各區域、文明、種族、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愈趨緊密，各國人民都比過去更明顯感受到

國際性因素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具體呈現了儒家經典中「天下」一詞所陳述多個單元和

多種面向的共同一體性。當前全球各種共同性的問題越來越多，已成為廿一世紀重大的

考驗：人口爆炸、個人價值及生命意義的失落、道德意識的式微，環境污染、生態失衡、

物種大量滅絕、氣候暖化、貧富差異加劇等等問題，已成為舉世有識之士深切關注的焦

點。儒家的「天下」思想亦常伴隨著「治平」觀念出現，皆反映思想者對變局有所肆應

的意圖。兩者之間，可以相互對照。 

近年來出現之「全球化」的經貿趨勢，尤使國際之間的互動程度更甚以往，大陸和

台灣非正式的經貿關係也因而愈見密切。唯緣於歷史因素，雙方在政治上卻久於隔閡，

對立僵持，不利彼此因應全球化的大勢。因此，如何在變幻詭譎的國際情勢下，確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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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合理互待的原則，以求取長治久安和立足世界的最大意義，值得深切關注。儒家經典，

言「天下」常不離中國與四方，我們檢視其意含，將有助於思考中國之於世界，兩岸之

於中國的相關問題。 

本文疏理古代儒家經典如《易經》、《詩經》、《尚書》、《論語》、《孟子》、《大學》、《中

庸》等有關的敘述得知，「天下」一詞涵義豐富，常伴隨著成組的相關概念出現，約可

以歸納為三大指向： 

（一）「天下」是指人文與自然交會的空間；（二）「天下」是指中國與四方合一的

世界；（三）「天下」是指實踐自我存有意義的場域。 

在此認識下，我們藉儒家的「天下」思想與當代對話，至少可就人與自然關係、中

國的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以及個人之自我實踐的可能性等問題展開討論。本文擬根據

經典就此三個面向，闡述儒家「天下」思想的內涵，並針對今人處境，掘發儒家思想的

當代意義。 

二、人文與自然的交會 
（一）「天下」是人文世界與自然萬物的總合 

「天下」是一個具有多重含義的空間概念。如果將「天」視為一切現象的形上根據，

則「天下」之最寬廣的範圍，是指與形上意義的「天」相應的一切形下世界的總合，也

就是包括了普天之下自然萬物和人文世界之生發存滅、及其連結互動的具體空間。據《周

易•繫詞上傳》，天道在天下人文萬物之中，顯發其生生之仁，藏諸陰陽相感的作用，

無為不有，無窮無方。6 因此「天下」之所以為天下，也就是天道廣大無窮、生生不息

的恆遍性，7 作用在人文與自然萬物的結果。換言之，天道的恆遍理一，即為天下人文

萬物存有的根據與保障。 

天道的生生之理係以感通、交遇、恆動不已的作用顯發於天下，人文社會與自然萬

物都因此而得發展和長養。《周易•咸》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也就是說天下和平與萬物化生的感通之理是一致的；無感通即無天下人文萬物。

故《周易•姤》彖進一步說：「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天

地相應交遇而品物咸章，引申到人事即是君子經歷觀省，以典章制度發於四方，8 故能

大化流行，無所阻礙。 

天下既有感通、交遇的作用，萬物必隨時變易而動，動則能終而復始，故能恆久不

已。此一性質於自然而言，反映在日月久照和四時變化；就人文來說即是聖人久於其道

                                                      
6 《周易•繫詞上傳》，見於﹝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 年臺景印一版），頁

579-581。 
7 朱熹引張子「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之言，註解繫詞上傳原文「聖德大業」，而言天

道具有恆遍性。《周易本義》，頁 580。 
8 此處係參考﹝宋﹞程頤的詮釋。見程頤：《易程傳》（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 年，臺景印一版），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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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下化成。此恆久之道，印了天地萬物生生不已之情理。9 人文世界與天地萬物的恆

動不已，與其感通、交遇的作用相呼應，乃共構成「天下」之流行化育、變易不已的空

間性質。 

因此，普天之下的人文世界與自然萬物之間，自是相連互動的，而人文的因素在此

連續的關係中，有著特別的角色。人類在天地之間利用、厚生，以生養繁衍，發展文明，

與自然互動而居於主動而創建的位置，故能改善生存的環境。大禹之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之驅猛獸而百姓寧，10就是人文力量在自然界主動創建、改善生存環境的結果。但

在人與自然構成連續體的「天下」中，人之主動而能創建的地位，並不能稍離天道生生

不息的恆遍之理。《中庸》所謂「致中和」者，即指人能充份體踐天命之性，盡性而有

節，使生生之道通達於天下，天地萬物因而能各得其所，各遂其生。11也就是《周易•

乾》彖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天道流行的本質。所以「天下」不僅是人文與自然

交會的空間，亦是人文參贊自然的世界。 

「天下」既以天道生生恆遍之理為存有論的根據，則縱使其繁賾多變，亦有共通之

理可循。因此，人可以進一步推論天下事物的普遍通則，產生普遍的共識。儒家經典就

常以「天下」表述普遍理則適用的範圍，或以之為普遍共識的載體基於對天下普遍通則

強烈的信念，儒家乃有天生物則、民秉常彝12的思想，也就是認為天下的每一件事物，

都存在著一種行事的法則；而人亦能秉持常理，以好善之德相應之。13因而產生了「天

下」人文萬物的倫理觀。 

（二）「天下雷行」的啟示 

針對「天下」這個形下世界的總合體所建立的倫理觀，儒家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論

以及人文自然連續無隔的認識論為基礎。「天下」既是人文與自然交會的空間，也是人

文參贊自然的世界；其倫理觀，就是盡人文以保萬物的「中和位育」。而自然世界所呈

顯萬物變化的啟示，也是儒家建立人文世界本身及人與自然之間重要的倫理資源。據程

頤解《周易•旡妄》之象文，雷行於天下，是陰陽交和，萌生萬物之象。所謂旡妄，是

指天道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性命，旡有妄差。14則「天下雷行」所顯示的「天下」

倫理，除了盡人文以保萬物外，亦注重人文之施發，應順合天時物理、自然之道，而且

以廣大無窮的「天下」為範圍，與時並進。故《周易•益》彖也說：「天施地生，其益

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衍而伸之，天下實無局隅之利，亦無逆時違勢之益。 

儒家將「益」的範圍擴及於無方的天下，是因為對天道生生之德，至誠不貳、功不

可測的敬畏與體驗。所以《中庸》贊歎說：藉此彰顯自然世界的萬物殊類，無窮廣厚，

                                                      
9 《周易•恆》彖，《周易本義》，頁 285。 
10 典出於《孟子•滕文公》。﹝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孟子新解》，（臺北：啟明書局，未註出

版日期），頁 154。 
11 《中庸新解》，頁 3。 
12 《詩經•大雅•烝民》，見於﹝宋﹞朱熹：《詩經集註》（臺北：鴻泰圖書有限公司，1991 年），頁

167。 
13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 年再版八刷），頁 34–35。 
14 ﹝宋﹞程頤：《易程傳》，頁 2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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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藏生機。可見，儒家以為自然世界所顯示「天下」的本質，不僅在於萬物化育，不

貳不息；也在於殊類並存，天地無不覆載。前者功在創生誠一，後者德在包容順成，此

天地之所以偉大也。故其不僅主張效法自然之道，創建人文；也藉天地之大，彰顯人文。

《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

之所以為大也。」人文自然兩相輝映，充份呈顯了儒家人文世界與自然萬物交會相融的

「天下」的倫理觀；也描繪了品物流行，生生無窮，天人和合理想的「天下」圖式。 

（三）天下文明 

在人文與自然文會的「天下」中，人是形下世界與超越的天道繫遙契的關鍵，也是

人與自然連續互動的關係中有自由意志的能動者。《中庸》以為發揮此人文力量至於極

致，就能充份體踐天道之誠；能盡天道之誠，就能盡人的天命之性；能盡人的天命之性，

就能包容、體知自然萬物所以存有的本性與價值，並彰顯之，此即盡物之性；能盡物之

性，就能參贊天地之化育。15簡言之，它提出一個「盡天道之誠―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天人合一」的關連主軸，突顯了人在天地之間，溝通兩端，合天人於一體的獨特地位。

就此而言，「天下」實為人文活動拓展至於極限的世界，是人盡其所以為人的世界。 

突顯人文價值，本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色。天命賦予人創制能力，就是人文的起點。

儒家以為天人相參，相應於日月星辰剛柔交錯，四時運行的「天文」；人盡其天命之性，

創建器物足用、典章備治、倫理有序的文明社會，以真正體踐「人文」。16《周易•繫詞

下傳》對古代聖王尚象創制，文明累代而進的情形有詳細的描述，反映出「人文天下」

的形成，係歷代累世傳承創造不絕，由少數的創造者制器發明，而與天下多數民眾分享

共利之群體生活經驗的總合。它包括器物的發明制作、物質的生產交易、交通運輸、防

禦警備、建築居室、風俗禮制、與典章文物等。17 

據其所述，人類共同生活的群體，概可分為二個階層：一是創造的少數，二是佔多

數的一般人民。所謂創造的少數，也就是儒家經典中所稱之「聖王」，扮演著開創、引

領、和統御的角色。儒家對於這個角色甚為看重，這是因為創建不已和生生之德，乃人

文天下所以能建構的本質，「聖王」即是創建力量的代表，也是仁民愛物生生之德的體

踐者，皆天道之「誠」的具體例証。對儒家而言，聖王所以能引領群民，經綸天下的根

本，在於其所體踐的「天下至誠」，而非其統御的地位。儒家推崇「聖王」對物質器用

的創制，但更願突顯它的道德本質，並以「乾元」表述這個帶有道德本質的創生原理。

《周易•乾》象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元」的提法突顯了創生原理在人文世界的根本性，以

及殊類各異的創造主體與活動，成就天下文明的重大價值。 

對儒家而言，文明社會的建立，須彰顯人所以為人之本質，並推擴於廣域極疆，使

整個天下都能人文化。《周易•賁》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5 《中庸新解》，頁 33。 
16 《周易•賁》彖曰：「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周易本義》，頁 195。 
17 《周易•繫詞下傳》，《周易本義》，頁 608-612。 



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一)        
《現代價值與儒學》 

 

 5

按照儒家的理想，聖人由文明社會與時俱進的歷程，掘發其所以為人文的本質，並以之

啟迪天下眾民，從而使之體悟而有所變化，又須避免過於賁飾，失去人文本實，18如此

才能成就一真正的人文天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文化成的過程乃是一由自然原始、

而創制營生、而人文教化之長期累世的集體活動。按孟子之意，人文化成的最大關鍵，

在於廣土眾民的自覺與振德；無人民的自覺振德，無以成人倫之序；無人倫之序，無以

別乎禽獸；無異乎禽獸，也就無文明社會可言。19故人文天下的建立，固不可無典章器

用及暖衣飽食；但若無社群成員普遍的道德自覺和體踐，仍不能謂之為人文化成天下！ 

人文天下在演進的過程中，逐漸衍生出不同功能的階層和職業類別；體認社會隨文

明演進而逐漸分化的現實，才能建立群體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合理關係。從政治經濟的

層面來看，孟子認為「天下」是由統治者和士、農、工、商，百工諸業並存而有別的世

界。所以人類社會的分工合作、共利互惠乃屬必然，是「天下之通義」。20合理的君民關

係，首在執政者應確保百工諸業能夠並行，社會能夠分工互惠，21並由市場供需，而非

人為的價格，決定商貿行情。22要達到這個目標，在上位者必須法治、仁政並施，因為

不仁而在高位，將播其惡於民眾，政無以行；如果不能施以法治，則上無道揆，下無法

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在上位者犯義，在下位者犯刑；甚至於城郭不完，兵甲不備，

田野不辟，貨財不聚；上失乎禮，下無所學，而賊民興。勢若至此，這個由士農工商，

百工諸業並具的「天下」必然崩潰。23 

儒家以家庭的關係為基礎，外推及於政治和社會層面，建立了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的五重關係的人倫觀。其中「父子、夫婦、兄弟」三者是家庭內成員之間的

基本關係；「君臣」是由家庭往上推擴至於「國」的政治的關係；「朋友」則是涵蓋了所

有家族血親之外的橫向的社會關係。以中國社會的演進來看，「家―國―天下」，乃是一

由下而上的結構，家庭倫理成為儒家人倫觀的基礎。《孟子•離婁》曰：「人有恆言，皆

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周易•家人彖》也有家

道正而天下定的說法，並直接指出家道之正，義有三端：（一）女內男外，所司有別；（二）

嚴父母之尊，以序長幼；（三）父子、兄弟、夫婦應各守其道，維持對應的倫理關係。24

此三端就是「天下」之人際倫理的根本。 

儒家將家庭倫理推擴及國以至於天下的原則是：（一）君臣（民）之間有如父子或

兄弟，故可以孝、弟、慈之道相事之；（二）認定上行必然下效，故在上位者之尊老敬

長及愛民如子，基層人民必忠誠孝弟成風。因此，日用倫常不僅適用家庭，亦適用於國

家及天下，並有賴於執政者的式範教化。執政者視天下人有如家人，此即所謂「天下一

                                                      
18 《周易•賁》象曰：「白賁旡咎，上得志也。」按程頤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

咎，故戒以質素則旡咎，飾不可過也。見《易程傳》，頁 203-204。 
19 《孟子•滕文公》，《孟子新解》，頁 126。 
20 《孟子•滕文公》，《孟子新解》，頁 124。 
21 《孟子•滕文公》，《孟子新解》，頁 122-124。 
22 《孟子•滕文公》，《孟子新解》，頁 130-131。 
23 《孟子•離婁》，《孟子新解》，頁 159。 
24 《周易•家人》，《周易本易》，頁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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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25由家而國而天下的倫理關係，除了是將人際關係家庭化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特

點就是講求對應份位的道德實踐，即《周易•家人》彖文所謂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以及《論語•顏淵》記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謂每一

對人際關係的兩方，均必須各就份位，各守其道，人倫方能通達有序。對儒家而言，人

際倫理的形式是個人道德實踐的通路，集體的道德實戰則是人倫通達必要的條件。 

五倫關係的本質，關係相互對應的道德實踐。當五倫擴充為「天下」的人際倫理時，

「天下」也就等於是人相互對應地實踐道德的關係網。儒家認為：人須在這個關係網中

充實存在的意義，「天下文明」亦在此關係網的形成過程中逐步實現。 

          三、中國與四方的總合 
對儒家而言，「天下」也是人集體生活共存互動最大的政治匡架。根據儒家經典所

述，「天下」這個政治匡架有其基本的特質：它既是受天命執政行「道」的世界，也是

「中國」與四方互動的開放性架構；二者交互作用，則孕育出「王天下」和「天下為公」

的理想。 

（一）「天下」是受命執政行道的世界 

儒家特別強調少數創造者，即「聖王」，對人文化成天下所扮演創制、引領、統御、

教化的重要角色。從《周易•繫詞下傳》之述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之「王天

下」、「教天下」、「利天下」、「治天下」、威天下」，
26
孟子言堯舜之「為天下」、「有天下」、

「治天下」，
27
以及《尚書》以「禹之跡」為天下，

28
都突顯執政者在「天下」政治匡架

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天下」就是天子施政領域所及的意思。《尚書》更進一步指出，

天子固為「天下」政治的核心，但須與地方維持通暢的互動，讓地方人士也能適當地參

與政事，才能使四方順利進入「天下」的政治匡架運作，不致成為治理天下的阻礙，進

而真正發揮其執政核心的功能。
29
也就是說天子之執政，應以整個「天下」為政治匡架，

不能只限於一地一國，亦不能與地方阻隔。 

「天命」是指受天之命，執政天下之意。在商代它本是具有原始信仰性質的意識觀

念；但周人認為上天不是無條件地授命給某一統治集團，而是根據人之道德的自覺和合

理的行為下降其命；並且「天命」是在民情中顯現，為政者必須依從民情把握「天命」。

由此，「天命」成為人之政治理性和道德自覺抬頭的象徵，也代表在政治上人民的價值

得到肯定和保障。
30  

《尚書》對堯、舜二帝之聖君典範的塑造，反映了儒家對執政元首條件的高度要求。

它包括個人的道德修養、才具智慧、廣受世人的支持、知人善用、典章制度的完備、以

                                                      
25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大學新解》（臺北：啟明書局，未著出版日期），頁 14–18。 
26 《周易•繫詞下傳》，《周易本義》，頁 608-611。 
27 《孟子•滕文公》，《孟子新解》，頁 128-129。 
28 《尚書•立政》，屈萬里註譯：《尚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八版），頁 161。 
29 《尚書•　陶謨》，《尚書今註今譯》，頁 28。 
30 徐復觀：〈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收入氏著《中國人性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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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協調萬邦安定百姓等。認為如此才能擔當重任，達到平天下的目的。
31
也就是說，

受「天命」者的統治權柄，有其一定的理性基礎；其治理天下的態度、手段、和目的，

都必須符合道德、民本和實效的原則。
32
換言之，周人以人文理性而非原始信仰，重新

詮釋了「天命」和執政合理性的根源，也使「天下」的政治匡架有了新的價值內含為依

據。 

在此基礎上，《尚書》強調為政以德、保民新民、以安天下的價值，亦陳述「王權」

對公共利益的正面作用。但警告濫用王權，將失去「天命」；夏桀、商紂皆因此而受到

嚴厲批判。因此它不僅推崇帝舜之敬慎自省，
33
亦呼喚執政者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

34
可

見儒家不但以「天命」証明「王權」的合理性，也藉「天命」思想預防並制衡執政者的

非理性傾向。
35
如此，「天命」不但是「天下」政治匡架的合理依據，也成為維持「天下」

政治得以合理運行的重要工具之一。 

一般咸信「中國」是濫觴於商朝「中商」的觀念。商人以「中央―四方」的空間觀

念，形成「天下」的方位結構：王居其中，受有天命，上通天帝，下撫四方，故自稱「中

商」。
36
商人居夏地，因夏制；其所建構的「天下」，即是以「中商」為中心，以諸夏為

外圍，再以四夷為更外圍的同心圓。相對於諸夏，「中商」為都城及中央之國；相對於

四夷，諸夏亦為中央之國。這種「中央―四方」的方位觀，成為後世中國人天下觀的基

本結構。
37 

商覆滅後，周人延續商人受有天命，居天下之中的觀念，一方面稱商朝原所統治的

疆土，也就是諸夏民族勃然活躍的領域為「中國」；一方面強化諸夏的文化意識，創「華

夏」一詞，與「中國」並稱。
38
於是「中國」也具有克紹夏業，薪傳文化的意識內含。

周人既視民命為天命依歸，以文王之德為敬天受命的典範，又認為「中國」是承受「天

命」的地方；則「中國」不僅是執政天下的中樞，也應是背負道德承擔、實踐民本政治

和人文理想的所在。所以孟子認為「中國」是天子受到天下諸侯人民信賴的踐位之所，
39也是東夷、西夷，先聖、後聖一貫行「道」的領域。40其說明白指出：「中國―四方」

的天下結構，有其傳承道統，體踐民本政治和人文理想的本質和意義。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論中國的世界秩序觀，以 「普世王權」（universal king 
ship） 和「天下」觀念為特點， 並強調它是中國的世界中心論。並以中蘇關係破裂，

以及毛澤東有若皇帝的地位的現象，推論中共欲以北京為世界秩序中心，使中國古老的

                                                      
31 黃麗生：〈《尚書》歷史意識之研究〉，《人文數理學報》第 2 期（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993 年），

頁 228-231。 
32《尚書•康譆》 ，《尚書今註今譯》，頁 97。 
33《尚書•　陶謨》，《尚書今註今譯》，頁 31。 
34《尚書•召誥》，《尚書今註今譯》，頁 117。 
35 黃麗生：〈《尚書》歷史意識之研究〉，頁 231。 
36 胡厚宣：〈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的起源〉，《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臺北：大通書局，未著出版

日期）頁 386-387。 
37 邢義田，前引文，頁 435-441。 
38 田倩君：〈「中國」與「華夏」稱謂之尋源〉，《大陸雜誌》第 31 卷第 1 期， 臺北，頁 17-24。 
39 《孟子•萬章》，《孟子新解》，頁 224-225。 
40 《孟子•離婁》，《孟子新解》，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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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觀重現於世。41這其實是對儒家「天下」思想的片面理解。因為在中國傳統的

「天下」結構中，若無道統的信念和人文理想為其本質與意義，則無所謂「王」和「中

國」，亦不成其為「天下」，而這正是孟子所要闡釋的「中國」和「天下」觀。 

（二）「天下」是中國與四方互動的開放性架構 

據儒家經典的描述，「天下」這個廣闊的政治匡架，是由第一層的「中央天子―四

方諸侯」以及第二層的「中國―四方夷狄」總合而成的世界。在第一層中，天子是內，

諸侯是外；在第二層中，含括天子諸侯的「中國」是內，四方夷狄是外。這種相對的內

外關係，可以無限制的擴大，也可以分出無數的層次；其由內而外，層層外延乃成「天

下」。
42 

在「天下」結構的第一層關係中，天子與諸侯，是上下有別、層秩有序、各有職守、

互動相成的關係；大、小諸侯在「天下」的政治匡架中，也各有其客觀的地位與存在的

價值。孟子主張由天子、諸侯、大夫以至於士，其身份職權或轄境所及，固然異而不同；

但施政以仁的道理，一體適用，並無分別。
43
《尚書•召誥》亦言：既受天命，則上自

天子下至百姓，皆應勤奮敬慎，共保天命之永長。
44
可見天子的事業，非一人所可獨治，

必須配以一個層秩有序的分治系統，共同施仁政，通達四方才能成就「天下」之治。《周

易•豐》則謂：唯王者能極天下盛大亨通之事，如日中之盛明廣照，無所不及。
45
因此，

在「天下」第二層「中國―四方夷狄」的結構中，王政所及不必限於中國諸夏，而可通

於四方夷狄。這也與孔子所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46
的道理相呼應。 

然而隨著歷史的推移，華夷的區別和對立愈來愈明顯。孔子固不滿諸侯之僭越，
47
但

著眼於防患夷狄可能對華夏文明的摧毀，仍盛讚管仲輔佐齊宣王，尊王攘夷的貢獻。
48
這

表示在孔子的心目中，四方夷狄入侵中國的危機，遠比中國內部上下失序的紛擾更為迫

切；齊桓管仲的僭越之過，不能掩其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之功。反映了出儒家的天下思想，

隱含有「天下一家」「王者無外」與「夷夏之防」的衝突。 

這種衝突顯示「天下」匡架中第一層「中央天子―四方諸侯」和第二層「中國―四

方夷狄」之間的界線難以固定。孟子所提的「用夏變夷」說，
49
乃成為儒家解決此衝突

的思想依據之一，也就是只要「變夷為夏」，擴大第一層範圍，自可實踐天下一家的理

想，也就無須夷夏之防。唯睽諸歷史的進程，「中國」的範圍雖然擴大了，但並未與第

二層完全重疊。數千年來不斷擴大的「中國」，一直有不同的外族環繞其四周，迄今未

嘗稍止。「天下」的匡架仍有二重結構，「天下一家」和「夷夏之防」一直是儒家「天下」

思想重要的辯証性內含。前者著重於「道」行於天下，無分內外的普遍性價值；後者係

                                                      
41 Benjamin I. Schwartz, op. cit., pp. 277, 286.  
42 邢義田，前引文，頁 443-445。 
43 《孟子•離婁》，《孟子新解》，頁 164。 
44 《尚書今註今譯》，頁 121。 
45 《周易•豐》，《周易本義》頁 493。 
46 《論語•衛靈公》，《論語新解》，頁 234。 
47 《論語•八佾》，《論語新解》，頁 29。 
48 《論語•憲問》，《論語新解》，頁 216。 
49 《孟子•滕文公》，《孟子新解》，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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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天下結構內各個不同單元的密切互動，有其文化區隔和衝突競爭的事實。孟子的「用

夏變夷」說，則強調華夏道統在此競爭中維持生存延續的重要。推而言之，無道統即無

「華夏」；亦無「中國」、「天下」可言。 

「天下」既然是華夷有別、層秩有序的分治系統，在此整體格局下，大國小國之間

應如何於不等的位階上，以適切的立場和禮儀，洽如其份地往來互動？又「天下」的層

秩若出現變動，上下大小失序，又應如何因應？針對於此，孟子提出包含二組概念的對

應之道：（一）道德理想：仁→以大事小→樂天→保天下。（二）現實主義：智→以小事

大→畏天→保其國。所謂「道德理想」，是指大國應以全天下為施政格局，對待小國要

心懷仁念，容忍小國一時的失誤和困難，甚至助其治國安邦。以大事小之道，就是要循

合天理，行以仁政，珍享天命之不易，此即謂「樂天」；能夠如此，才能保有天下。所

謂「現實主義」，是指小國要能以清明的理智，明暸其施政的目標，確保本國的生存；

須認清客觀形勢，順應現實，謹慎處理與大國的關係，放棄好勇逞強的縱逸之念，以便

在大國底下保其國家，此即所謂「畏天」。
50 

但此相處之道，只有在「天下有道」的時代才能維持。孟子認為，天下無道，原有

的層秩倫序已經潰散；諸國爭霸兼併，實際上就是對「天子中央―四方諸侯」的天下結

構進行拆解與重整。他一方面提出小國應順應「小服役於大，弱服役於強」的現實，一

方面又鼓勵大國小國競相師法文王之政，未必不能新享天命，為政天下。51孟子頗能正

視「天下」結構內部的流動性和變易性，主張在順應客觀形勢之餘，應掌握創造駕御新

局的可能；認為只要師法文王，大國小國都有為政天下的機會。其說表現了強烈的操之

在我的主體能動性。而且他在強調順應現實的同時，堅持以行文王之政為順應客觀形

勢，因勢利導的終極目的。可說是兼具現實主義與道德理想於一身的典型。 

總之，儒家的天下思想具有「常」與「變」兩個面向：「天命」非不可變，但「王

天下」之義不可無；諸國有大小強弱，而仁政不可失；「天下」或有道或無道，治國不

可以不修德。所謂「變」，是指就客觀形勢而言，「天下」的本質是與時推演，變動不居

的；故有天命更替，諸侯興滅，以及「天下」的有道無道。故順天應變，勢乃必然。所

謂「常」，是指就道德主體的實踐來說，為政之道，在於受天命，循天理，敬德性，施

仁政，利天下；其理一貫，不因外在形勢的變易，或位階職份的不同而有所增損。 

（三）「王天下」與「天下為公」的理想 

對儒家而言，「中央―四方」的架構是為了王道的推行，而非霸業的建立。故齊宣

王問有關齊桓、晉文之事時，孟子答以不知，並建議直接談論「王天下」之道。52孟子

認為王之所以為王於「天下」，無非是擴充善端，施行民本仁政，先富民生而後教以孝

悌忠信之道。53因此，孟子主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54
其

                                                      
50 《孟子•梁惠王》，《孟子新解》，頁 33-34。 
51 《孟子•離婁》，《孟子新解》，頁 167。 
52 《孟子•梁惠王》，《孟子新解》，頁 17。 
53 有關孟子「王天下」的言論，可參見《孟子•梁惠王•公孫丑》，《孟子新解》頁 9；10；14；18；23；

27-29；32；37；77；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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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義和民本來詮釋「王天下」之義，意甚顯然。 

《中庸》也強調執政者個人的道德修為，對「天下」政治順利運作的重大影響。認

為執政於天下國家的常道有九項，其理一貫，即是「誠」：修身以立道，尊賢而明理，

親親以和族，敬大臣而不迷於事，體下臣使之能忠信，薄其歛而勸民如子，招徠百工以

足財用，柔遠人以嘉善而矜不能，懷諸侯以繼絕舉廢。如能依此九項而為，則天下將畏

服來朝。
55
可見「王天下」就是執政者在「天下」匡架中，針對環環相扣的政事，步步

為營，以誠仁之心付諸行動的過程。 

《中庸》又認為「王天下」之道，在於為政者將所從事的王政，依序置諸於庶民百

姓、三代先王、天地鬼神、百世聖人之間，層層質察而能無誤。
56
如此，「王天下」的意

涵，就不僅只於政治的層面，而是將它與自我存有、群體生活、人文理想的傳承、天地

運行的原理、以及鬼神造化之跡等都連續起來，並以這個連續的意義來貞定它的價值。

可謂將儒家「王天下」的理想，擴充於極致的地步。 

因此，對儒家而言，「天下」不是一己私有、封閉自守的空間，而是人之集體生活

的最大場域；它具有公共性的本質，非可私相授受。因此，「王天下」理想的另一面即

是「天下為公」。孟子就以「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為核心，論述「天下」為公而非私

屬的本質。孟子認為舜之有天下，並非堯所給與，而是天命所與；天降所命，亦非以言

語說之，而是以具體的人事和民意的歸向來表示。舜之得天下，乃是天命所與，民命所

與，而非堯之給與。
57
孟子從天意及民意兩面論證「天下」非私有的本質，他認為反映

「天意」者有二：一是執政者經得起長期考驗的治績和事功；二是民眾的自動歸向和支

持。二者都和民意的滿意與否有關。故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58（天意出

於民意）的說法，強化基層民眾在「天下」政治匡架中的決定性地位，乃有「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59傳頌千古之言；也因此而賦予「王天

下」和「天下為公」之以民為本的深刻含義。 

正由於「天下」具有超越地方的通達意義，執政者須具備不限一家一國的器識、大

公無私的氣度，才能符合「王天下」或「天下為公」的理想。孟子以為唯「仁」可以及

之。他認為施政若以私智而不以仁，就現實情況而言，治理一個諸侯國或許還有可能；

若要為政於天下，就不可能了。
60
而仁政所施及的對象，超越諸國地方，故能真正滿足

「天下」匡架的公共性與民本原則。孟子既以「仁」為「得天下」的條件，也以「天下」

註解了「仁」的通達性。 

                                                                                                                                                        
54 《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新解》，頁 73。 
55 《中庸新解》，頁 26-28。 
56 《中庸新解》，頁 41-42。 
57 《孟子•萬章》，《孟子新解》，頁 224。 
58 《孟子•萬章》，《孟子新解》，頁 224-225。 
59 《孟子•盡心》，《孟子新解》，頁 351。 
60 《孟子•盡心》，《孟子新解》，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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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踐自我存有意義的場域 
（一）「自我―天下」的存在格局 

儒家將平天下的起點定位在執政者個人的道德實踐之上，基本上已撐起一個將自我

置於「天下」之存在格局的典範。《大學》進一步深掘個人道德修為的源始，將人內在

最深層的理性活動，及其逐步外顯的過程逐一顯示，建構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實踐階段與步驟，並將個人由內而外，由己身而至家

國天下之層層關連網絡的基本形式呈現出來。儒家以為，個人之每一動念言行影響所

及，將透過層層網絡發生作用，顯露意義，甚至擴及於整個「天下」。簡言之，在「天

下」這個廣闊的存在格局中，具有多層次的意義空間，可供每一個人逐步實踐，其理一

貫，不因天子庶人而有所分別。 

因此，在儒家的理解下，「天下」不僅是自然與人文交會的空間，或是總合中國與

四方的政治匡架，也是個人實踐自我存有意義於極致的場域，意味其存有意義的必然擴

充，以及實踐能量的達於極致。儒家以為每一個人都能以修身為本，在「自我―天下」

的格局中，進行各個不同層次的道德實踐，發揮其自我存有的價值。反過來說，「天下」

作為人集體生活的載體，亦有待各個主體的呈現和創造，以豐富充實它的意義。總之，

以「天下」為自我實踐的場域，一方面強調人之自我存有的意義，有其無限開拓的空間；

二則藉此突顯人之自我主體的呈現，具有與「天下」格局等量齊觀的價值。 

（二）行道天下的存有意義 

對儒家而言，人之自我存有意義的根本，在於「道」的實踐。這是因為儒家以為人

之所以為人，乃因人能盡天地萬物所以生生之「仁」的天理，體現「道」的真理。孟子

所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61
就是這個意思。儒家的「天下」思想中，

有相當部份涉及個人在「天下」格局中之自我存有意識的覺醒，並論述如何在「天下」

呈現自我主體的價值。如《周易•同人》的卦詞就指出：唯君子之貞正，能行天下至公

大同之道；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仍若合符節，一貫無二；推而行之四海之廣，

兆民之眾，亦莫不同。
62
其說將個人自我道德的實踐與天下大同至公的合理性連繫地來，

由而貞定顯揚了「君子」的價值。此正是人之自我存有意識在「天下」場域覺醒的象徵。

〈同人〉思想的核心，在於君子盡其至誠無私之德，明同知異，和合萬類，以符應「天

下」之為志類萬殊的本質。此象徵君子一方面以「天下大同」的理想，貞定其自我存有

的價值；另方面也體現其自我的存有具備與「道」相符的恆遍性意義。 

因此，儒家以「道」的體現，而非身份地位，來衡量人在「自我 ― 天下」 格局

中的價值； 並由此論証人在「天下」 場域中不同處境的平等性。孟子認為：禹、稷和

顏回三人固有天子、重臣、庶人之分，但既同為行道，即為平等；而且君子係因行道而

立於天下，非為身份地位而行道於天下，故不會因處境改變而有所易心。63儒家經典所

                                                      
61 《孟子•盡心》，《孟子新解》，頁 353。 
62 ﹝宋﹞程頤：《易程傳》，頁 120-121。 
63 《孟子•離婁》，《孟子新解》，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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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的行道者，雖多半集中於天子聖王的角色，極強調執政者的重要性，但也能承認君

子踐道有其處境和形式的多種可能。因此，禹貴為天子，得有天下；稷為重臣，輔助天

子治天下，皆有所為於世；而顏回為閉戶平民，安貧樂道而已，孟子卻能對彼三者等量

齊觀。儒家推崇顏回，就是肯定自我存有的意義，可剋就本身所處時空條件，直接在日

常起居之間體現。自我的價值隨「道」的彰顯而有所擴充，而「道」的彰顯形式，卻不

必限於政治意義上的得天下、有天下、治天下、平天下，也不必限於天子、重臣等政治

性的角色；而可擴及庶民大眾。所以顏回雖閉戶而隱，唯其行不離道，其自我存有的意

義，即與「道」同俱，與「天下」同廣。 

因此，儒家「自我―天下」的存在格局，並非只為執政者所專設。事實上，歷史的

進程發展到春秋戰國以後，傳統的封建體制逐漸崩解，天下紛擾不安。君子行道天下，

未必對政事能有所著力。孟子就曾說，想要用援嫂溺之手援天下，是不切實際的；君子

本身對「道」的體現，對「道」的堅守，即是在紛擾不安的「天下」，印証「道」的一

息尚存，就是援天下以道。
64
同理，孔子言「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65
亦有其胸繫「天

下」的意義。 

孟子所謂「天下溺，援之以道」的說法，有他自己具體實踐的根據。孟子自承他處

在一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時代。當時天下之言，

不歸楊，則歸墨。他認為如果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人民將為邪說所蒙蔽，仁

義之道將被堵塞不行。孟子憂懼一旦仁義之道不行，天下必將率獸食人，人人相食。所

以他起而捍衛先聖之道，抵距楊墨之言，批判淫辭邪說，使不致深入人心，害及政事。

孟子認為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極端發展而對立的時代，能以言論抵距楊墨之言的人，

只有身為聖人之徒的人才有可能。
66
言下之意，以道援天下，乃是君子不可逃避的承擔。

孟子即以他自身的實踐，提供了君子不從政而能以道援天下的典範。 

就治平天下的理想來說，君子孝親，雖是私恩，推而擴之，亦可為天下法。
67
故君

子行道，必以「天下」為場域。孝親方可由私恩，推而為天下人所共遵的道德原則。儒

家以為：人天賦仁義的本質，係互相感通的。因此，君子行道於世，應與善士相友，強

化仁義的感通。孟子提醒君子與善士相友，應具「天下」的眼光和胸襟：「天下之善士，

斯友天下之善士。」
68
從理上言，仁義的感通當不限於一鄉一國，與「天下」善士相友，

即可以「天下」為行善的界域。這也是彰顯「道」於天下的必由之路。 

（三）自由意志的體現 

由於儒家對「道」之推擴的重視，君子行道的意義，就不只是單純的自我實踐，而

是彰顯「道」於天下的莊嚴事業。因此，《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

                                                      
64 《孟子•離婁》，《孟子新解》，頁 177。 
65 《論語•泰伯》，《論語新解》，頁 112-113。 
66 《孟子•滕文公》，《孟子新解》，頁 153-154。 
67 《孟子•萬章》，《孟子新解》，頁 222。 
68 《孟子•萬章》，《孟子新解》，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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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69
如前所述，儒家並不以執政

者為行道天下的唯一角色，孟子就以「天民」代表全盡天理而行，而無任何職位的平民

百姓；他們的器識胸懷不限於一國，行「道」亦不限於一國；「道」不行，則寧沒於世；

必是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
70
孟子的天民觀，對人在「天下」格局下行道的堅守性、

自主性和恆遍性有突出的呈現。堅守性指君子對「道」之誠守不二的意志，不因現實世

界順境逆境的差異而有所改變；自主性指君子行道，不受威脅利誘，或隱或現，其自由

意志與「道」俱在；恆遍性是指君子行道，放諸四海而皆準，不限一地一國，而以「天

下」為界域。 

孟子又指出：君子立於天下，有不同的處境和踐道的方式：（一）窮：君子處在窮

乏不得志之境，行不失義，故能反求諸己，俯仰無愧；反身而誠，故能獨善其身，修身

顯道於世。（二）達：君子若有順達得志之遇，則為政以道，嘉澤百姓，符民所求，自

能兼善天下。
71
其意在說明在天下格局中，各個存有主體意義的實踐，有「窮」、「達」

二種處境。處境不同，時措各異，而行道如一。窮乏或顯達，對君子而言，是行「道」

的客觀條件，可遇而不可求。但是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是操之在我之主體意志

的實踐。這就是君子行道的自主性，也是儒家式的自由意志的呈現。據此自由意志的強

大力量，才能堅固君子對「道」的誠守，不致因客觀條件之窮達有異而稍有移改；也由

於自由意志之恆遍性，使君子無論順逆，都能面對自身處於「天下」的現實，而以不同

的形式承擔「道」的彰顯。 

因此，孟子「天民」觀的自主性、堅守性和恆遍性的內含，實可歸約於人之自由意

志於存在世界的總體呈現，這也是「自我—天下」存在格局的本質和儒家「天下」思想

的核心。換言之，儒家人文化成天下的理想，捨此行「道」的自由意志，將無以成立；

儒家的人格世界若不由此把握，亦難以得窺精微全貌。孟子即以「大丈夫」之語，強調

行道者之自由意志的價值，並表彰君子坦蕩行「道」於天下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力量。他

在《孟子•滕文公》中說道：「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72
此無疑是儒家主張人應在「天下」格局中體現其自由意志的重大宣言。 

五、古典與當代的對話 
（一）重現人文與自然的交融 

對儒家而言，「天下」是普天之下人文世界與自然萬物的總合，以及人文與自然交

會的空間；並主張人應順合天道的生生原理，發展人文，化育萬物，成就「天下」；並

以此印証天道變化，恆遍不已的本質。中國文明的悠久綿延和歷久彌新，當受儒家這種

在自然之中，以具體的人生活動，實踐天道永恆的思想所鼓舞。 

                                                      
69 《中庸新解》，頁 42-43。 
70《孟子•盡心》，《孟子新解》，頁 322。 
71《孟子•盡心》，《孟子新解》，頁 315。 
72《孟子•滕文公》，《孟子新解》，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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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站在儒家古典理想的制高點上，回看當代人類的處境，我們發現「文明」雖然是

人類努力以赴的成就，但它已越來越成為人類社會和大自然最大的負擔。現代化的科

技、工業造成自然環境的嚴重污染，現代人過度耗費物質的生活方式，影響整個地球的

生態平衡，已對人類和各類物種的生存產生威脅。生態的危機不再是遙遠的故事，它已

發生在我們周遭，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高度發展所帶來的破壞，已使人類從「天下」文明的創建者，變成地球生態的殺手。

現代生態學開始反省現代文明的困境與危機；欲研究、解釋所有生物體和整個環境的關

聯性。
73
其核心概念為：環境與生物之間是一種相生相剋的整體性互動系統，或說是一

個紛然雜陳、生機蓬勃的生機關聯網。
74
生態系本身具有整體而穩定的延續性和諧，並

倚賴生物類種的多樣複雜性，形成相生相剋的平衡機制；愈雜多豐富的生物類種，就愈

能維繫生態環境穩定的延續性和諧。生態學正是要彰顯和實踐這種穩定的延續性和諧。
75
現代文明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已使大量的物種絕滅，減少了生態穩定延續所需要的生

物殊異性和多樣性，弱化了生機關聯網的作用。結果出現了獨大的人類在脆弱的自然界

中，一面揮霍生活的資源，一面焦慮生存的環境。 

現代生態學所標舉的生態本質，和儒家所謂人文與自然交會的「天下」有若合符節

之處。儒家認為「天下」乃是生生不息之道，以感通、交遇、恆動不已的作用，顯發在

人文與自然萬物的結果，形成了由人文和自然共構的生機關聯網。在此生機關聯網中，

儒家雖高度肯定人之創建文明、參贊自然的價值，但也強調人文的施發要能中和位育，

盡性有節；俾使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就是要不違大自然整體而穩定的延續性和

諧。因此，「天下」的基本倫理即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人文與自

然合和並行，利歸「天下」而無偏私方。這與現代科技文明的發展偏重於滿足人類物質

欲望，不惜破壞自然環境，犧牲人本身的精神生活，也不講求人與自然整體利益的情形，

有根本上的不同。 

其差異的關鍵在於儒家以為「天下」人文萬物的存在，有其超越的根據；「天下」

的本質，就是天道生生不息之「仁」的體顯；所以人文的創建也不能偏離此「仁」。換

言之，儒家價值的文明發展，有濃厚的道德理性色彩與形上根據；儒家認為道德秩序與

宇宙秩序原本合一，二者連續相融，渾然一體，故人與天也是一氣相連，和諧合一的大

生機體。
76
現代物質文明的成就，則是建立在以現象界為範疇的科技知識基礎上，不涉

道德，也不以類似「天道」「天理」等形上根據的信念，來保証自然與人文的平衡合和。

現代科技文明則早已切斷人與超越根據的連續關係，認為人類可以成為獨霸駕御一切的

力量。
77 

                                                      
73 郝道猛：《生態學概論》（臺北：徐氏基金會，1978 年），頁 3-5。 
74 劉君燦：〈對殊異性、多樣性的肯定〉，《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 年），

頁 73-76。 
75 潘朝陽：〈文化生態論與中國天人和諧思想下的環境觀〉，收入江日新主編：《中西哲學的會面與對話》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252-253。 
76 潘朝陽，前引文，頁 281-283。 
77 Romano  Guardini 原著，陳永禹譯：《現代世界的結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5 年），頁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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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認識下，近代科技文明認為事物只在對人類產生經濟貢獻時才有價值，人

類可以自由享用土地（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資源，並經由規劃處理任何現實存在的事

物。
78
這種資源利用的思想，完全改造了過去數千年來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關係，逐漸

造成生態環境的惡化。此外，科技快速的發展以及人類生活對它的完全依賴，使它不但

宰制了人類文明的各個領域，甚至凌越了人的主體價值。事實上，它對地球生態關聯網

的傷害，已包括人的主體性在科技之前的式微，此又進一步深化科技的不可駕御性。惡

性循環的結果，使生態環境更趨惡化，愈危及人類和自然世界永續生存的條件。 

以儒家「天下」的思想來看，人類必須努力使自己以及現代科技文明重新與宇宙的

秩序接合連繫起來，並啟動人們企求永續生存以及與自然擁抱和解的道德意志，才能一

步步拆解整個地球生態失衡的引信。現代生態學再度開啟人文與自然交會的門徑，重新

喚起人們對古老智慧的記憶和詮解，並思考如何使現代科技服膺生態原理，為「天下」

人文萬物的永續生存提供助力。已有學者呼籲自然科學的生態學化，
79
並主張將土地利

用視為一個生態的機制，保存生物群落的完整、穩定和美感。
80
此外，1970—1980 年代

興起的「生態農業」，按照生態學原理，將農、林、牧、漁、副業乃至二、三級產業相

結合；利用傳統中國的有機農業和現代科技，透過人工設計的生態工程，形成經濟和生

態的良性循環。
81
這些都符合了儒家積極開創文明，參贊天地而不害自然的價值觀。 

由此可見，合乎生態原理的科技和產業，已成為實踐儒家理想的重要力量；而重建

和維護生態的科技，也將成為廿一世紀物質文明發展的主流。此其中，儒家人文萬物交

融合和的價值觀，將繼續提醒人們把握人類存在於「天下」的意義，體現創建文明，而

不違自然之道的意義。 

（二）回歸人所以為人的位置 

人類任由科技文明破壞生態，但決定讓科技文明扶持生態復原的也是人類自己。從

儒家的觀點來看，當代世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人類必須重新認識自己在宇宙秩序中

的意義，體會人在人文與自然交會世界中的決定性角色並努力以赴。儒家提出「盡天道

之誠—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天人合一」的關聯主軸，突顯人在天地之間，溝通兩端，

合天人於一體的意義，無疑能切合當代的需求。 

此外，儒家認為人對物質的創建有利他取向，器物、典章、人倫應求兼備以化成天

下的理想，以及防止文明過度擴張以免失去人文本質的憂患，也可提供適切的價值資

源，以平衡現代文明偏重物欲以致人的主體價值式微的危機。它提醒人們：文明的創制

有其機體的關聯性；若偏此失彼，重器物而廢人文，將阻礙文明的永續發展，危及人類

基本生存的環境。 

                                                                                                                                                        
40-41。 

78 莊翰華：〈土地倫理的認知初探〉，《第一屆「環境與世界―後現代社會的空間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1999 年 10 月 29 日），頁 3。 
79 凌起：〈生態農業概念岐異的辨析與整合〉，（「海峽兩岸資源互補與永續利用」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地理學院，2000 年 9 月），頁 1。 
80 莊翰華，前引文，頁 3。 
81 凌起，前引文，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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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技文明的高度發展，是伴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政經結構的形成共生並長的，

資本主義經濟和商業價值已成為宰制現代文明各個層面的核心力量。商貿固對人類社會

的開放與人類社群的流通互動有正面貢獻，但也愈來愈成為無可制衡的強勢。此象徵人

類文明社會的機制和集體生活的關聯網，與被破壞的自然生態一樣，也有了不能平衡的

危機。 

如何使此人際關聯網與生態環境一樣，合乎整體而穩定的延續性和諧，向為儒家所

關注。儒家反對極端的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認為「天下」應是諸工百業，並存有別，

分工互惠的世界。其視政經結構為一平衡整體的觀點和價值，仍可提供今人反省當代文

明過於受商業意識操控的問題。儒家認為執政者的仁政和法治，是「天下」職類多元並

存和開放互動的必要條件，並將維繫政經系統整體平衡的責任，賦予社會中最具優勢的

一方。這點若轉化為當代所用，則我們當可要求或鼓勵擁有政經優勢的商貿者更多一點

道德和法律的責任，庶幾平衡現代文明的唯利傾向，並藉此創造商貿者更豐富的角色價

值。 

儒家對高度關注人際的關聯網，一面將人際關係家庭化，並由家庭擴及於天下；二

則講求對應份位的道德實踐，以實踐人存在的意義。學者指出儒家的「善」，就是人與

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
82
道出儒家對倫理問題的關注。但當代的質疑卻指出：傳統儒

家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都是「特殊的」關係，並不符合現代講求普

遍性關係的價值觀；又現代強調尊重個人，後現代強調對個人本真性的追求；
83
而且民

主社會講求公共倫理等；均對儒家傳統倫理造成莫大的挑戰。
84  

其實儒家講求五倫和對應份位的適當關係，具體反映了人之各種人際關係的普遍處

境。五倫雖強調集體的道德實踐，但並非全然抹殺個人價值。相反的，儒家極重視個人

自我存有意義的實踐，而不分離於人際網絡之外。不過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化和工商取

向，已使業緣關係逐漸比血緣、地緣關係更受到重視；家庭結構也有所改變，單身、單

親、獨生子女或不生育，使得個人未必能同時擁有五倫的關係。但無論如，人自出生並

不能離開家庭的基本人際網絡或失去各種對應身份而活，故儒家倫理未必不能承擔現代

人的需求；問題在於如何賦予五倫恰如時代的普遍性意義。 

舉例而言，君臣之倫代表人集體生活中，領導者和輔政者處理公共事務的角色，並

各有其功能職份和客觀價值。儒家講求君臣有義，君仁臣忠，不僅是就私人的道德實踐

和人際關係著眼，更是從完成公共事務的實效和穩定延續而說。故對講求公共性的現代

社會，仍然具有倫理價值。再者，儒家突出君臣角色的重要性，實蘊含對集體生活之公

共性價值的關注。所以，對當代人而言，「君」可解釋為集體公民意志的代表，「臣」則

是從事公職的專業人員；「君仁」是對公權力合理的使用以及對公職人員處理公共事務

之客觀價值的肯定與敬重；「臣忠」則是從事公職者對集體公民意志的效忠，以及對公

職本身的忠誠敬業。若傳統五倫都能適當地轉化為具有當代意義的關係格局，則儒家講

                                                      
82 〈儒家倫理的現代化〉學術座談，傅佩榮引言，《哲學雜誌》，第 12 期，1995 年 4 月，頁 17。 
83 〈儒家倫理的現代化〉學術座談，沈清松討論，頁 18-19。 
84 〈儒家倫理的現代化〉學術座談，林火旺討論，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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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對應份位的道德實踐，仍有其切乎實際的當代意義。 

自從近代人放棄自我和萬有與「道」的連結，追求以人為本，並去除神聖走向世俗

之後，個人的主體性和人格雖被強調，但對人格和主體的奧秘卻相隔無知；面對無限宇

宙的神秘，也感到無限猶豫。現代人求真的意志、犯錯的緊張和善惡的衝突，在其內心

深處壓迫自己。到後來，連人存在的意義都成了疑問，於是成為一個缺乏安全感的存有

者，背負了雙重自我存有意義的危機：一是無法找到自我存在的定位；二是個人主體意

義的匱乏。
85
所謂後現代對自我本真性的追求，正是此雙重危機的反映。 

反觀儒家所論述的自我存有意義，是在「天下」格局中由內而外：經「心―意―身

―家―國―天下―宇宙―形上之天」連續感通的關聯作用，
86
逐步體現「道」而展開的，

故能呈顯多層次的意義空間，並具有無限開拓的可能，以及與「道」相符的恆遍性價值。

因此，沒有自我與超越界斷裂的問題，也不虞自我存有無所安置。又因為儒家以「道」

的體現來衡量人的價值，並以此論証人在「天下」場域中的平等性，排除了人自我實踐

的怯懦和不安全感；而且儒家認為人對「道」的體踐，就是主體性意義的創造，所以也

不會有意義匱乏的問題。所謂現代社會強調尊重個人，或後現代追求自我的本真性等論

述，都能在儒家的「自我—天下」的存有場域中找到對話的資源。 

總之，在儒家的「天下」的格局中，各個主體的自我實踐有其自主性、堅守性和恆

遍性，已將人自由意志和存有意義的呈現空間達於極致，提供了人實踐自我的最大空

間，以及將切身與周遭世界乃至超越道體連繫的場域；這樣實踐深度和廣度或更能符合

廿一世紀文明的規格，使人能安然回到人所以為人的位置。 

 

六、結   論 

「天下」是人文和自然交會的空間，人處於天下之中，應與自然和諧相處，以人文

力量發展文明，也以人文參贊自然，保育萬物。現代科技文明興起以降，人與自然的衝

突，已威脅整體的生態環境，儒家人文與自然交融的天下觀，應對當代地球生態的重建，

提供更多的思想資源。 

以「天下」為實踐自我存有意義的場域，將重新連續現代人之自我與現實世界及超越根

據的層層關係，並在此連續關係中，實踐個人的自由意志，重建人在天地宇宙間的主體

價值，回到人在自然與人文世界應居的位置，創建文明，而不再迷失於文明物化的危機

之中。 

                                                      
85 Romano Guardini，前引書， 頁 26，29，32-36。 
86 黃俊傑: 《孟學思想史論》（卷 1）（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頁 20-27。 


